
国际新闻界 2012.06

传媒治理结构的提出

作为传媒体制改革中重要且关键的一环，“传媒

治理结构”于本世纪初成为中国传媒实践与研究的重

要话题。2001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

深化新闻出版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新闻出

版广播影视业“健全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

的领导体制”，“传媒治理结构”及其改革目标首次正

式出现于官方话语体系之中。而面对跨国传媒集团的

转型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传媒治理结构的
变迁与走向

殷 琦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厦门，361005）

[摘要] 转型政治经济环境下的中国传媒治理结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具有独特的演进路径，显露

出由行政导向为主的行政型治理结构向市场导向为主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变革方向。这一演进过

程的实质，就是经济与政治体制转型所引发的“权力分裂”过程，即政治力量逐步将之前完全垄断的权

力部分地让渡给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并反映于传媒治理结构之上的结果。可同样需要警醒的是，在

传媒治理结构安排中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达成对权力的分享甚至“巧妙结合”之时的社会力量边缘化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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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涌入，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

中国传媒集团在若干年的市场取向改革后遭致的体

制瓶颈与障碍，文化体制改革终于 2003 年拉开帷幕，

传媒改革也逐渐由“增量改革”走向“存量改革”。当进

入到“重塑传媒市场主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体制

改革攻坚阶段，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架构，传媒

治理结构的系统考察并改善问题更显紧迫。
通常而言，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决

定公司为谁服务，由谁控制，风险和利益如何在各利

益群体之间分配等一系列问题。1 在公司治理结构的

研究中，阿吉莱拉（Aguilera）总结出两种迥然相异的

对公司的认知：其一是将公司视为一种经济单位，集

中于对组织运作的内部动力研究。此种认知的一个基

本假设是股东、董事和经理人员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

益冲突，其缺陷主要在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公司视

为一个“黑箱”（black box），而不是一个网络的连接点

(nexus)或组织环境中的一个单位，因而无法解释治理

结构形成的外部影响因素。第二种视角更为宽泛也更

具解释力，它认为公司不应被当成孤立的社会单位，

而是内生于它们所处的环境之中，对公司的研究应置

于“生存环境”、“制度环境”或关系网络的外部环境之

下。2

于是，传媒治理结构即是协调传媒的所有者、经
营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权、责、利关系的一

种制度安排，它涉及指挥、控制、激励等方面的内容。
而要对中国传媒治理结构求得准确理解，就必然认识

到传媒治理结构既然内生于制度环境之中，对其分析

需要结合它所依存的时代背景与制度环境，强调治理

结构依存的现实条件与资源。但是目前关于中国传媒

治理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是对当前传

媒治理结构中产权残缺、委托人残缺及管理者激励机

制弱化等问题的分析与批判。二是关于传媒治理模式

构建方向的设想，如“三级治理”模式、3 综合型治理

模式、4“双重逻辑下的主体加辅助”治理模式、5 资产

与经营双边治理模式 6 等。这些研究虽为后续研究提

供了良好思路借鉴，但却因主要集中于传媒机构个体

层面或为某个历史阶段的分析，使得研究呈显“断裂”
状态，从而难以准确地判断和把握传媒及其治理结构

改革的具体进程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向。
于是，本文将对中国传媒治理结构置于中国政治

经济发生急剧转型的历史语境中予以梳理与解读，从

中探究 60 余年来中国传媒治理结构的变迁轨迹与发

展路向，并以此观照中国传媒改革及制度变迁的独特

演进路径。

转型政治经济环境下的

传媒治理结构变迁历程

中国传媒治理结构变迁的历史轨迹难以套用国

外传媒的变革模式，也与中国国企改革经验不相一

致：一方面，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集权主义

到民主政治的特殊政治经济转型路径使其传媒治理

结构的初始制度设计及其发展与变革都与国外传媒

集团或公司大相径庭；另一方面，传媒独有的经济属

性以及意识形态双重属性决定了传媒机构无论是治

理主体、治理机制还是治理目标都与一般公司治理结

构存在较大差异。
（一）“总体性社会”环境中的行政型治理结构建

立

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形成的“总体性社会”的历

史环境中，集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以及指令性计划经济

体制使得政治逻辑主导一切，党政力量一元独大垄断

所有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社会权力全部都集

中于政治领域。于是，传媒机构作为“单位”，是一个实

现党和政府功能扩展的政治机构，也是一个代表党和

政府实行控制的行政机构，其治理结构安排也就沿用

了党政部门的行政治理模式。
治理主体的单一化，是这一时期传媒治理结构最

重要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后由革命的领

导者变为政权的领导者，作为中国政治形态的创制者

存在并发挥作用，于是，原本应为党和政府共同组建

的双重管理与决策的权威主体结构在实际行动中变

成以党委核心的决策权为主体结构，政府成为党的执

行机构和附庸，7“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

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8 具体到

传媒领域，虽然全国所有的报纸、通讯社、广播都采取

公有制，名义上为国家所有，但实际运作中是由党组

织统管全国各类新闻媒体，并基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

态宣传需要以及对传媒“喉舌论”功能认知所建立的

“党报体制”与“党台体制”，党组织成为真正的所有

者，传媒机构的所有权与控制权高度合一地掌握于党

组织手中。
治理机制表现出鲜明的自上而下的“命令—控

制”式科层制特点。内生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及计

划经济体制下的传媒单位，理所当然地被纳入政治层

级体系之中。一方面，传媒单位无经营权也无独立采

编权，且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分为中央级、省级和县

市级，“媒体在科层式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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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高低和权威的大小，媒体及其领导人的行政级

别，新闻源的获得，言论及新闻受重视的程度，主要取

决于媒体的政治地位和行政级别。”9 另一方面，在传

媒内部，采用编委会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

（或社长、台长）由党委（或主管部门）任命或批准，编

委会由总编辑挂帅，经党委（或政府、主办部门）分层

授权，主要依靠党的思想政治、干部人事和纪律约束

来管理媒体的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激励手段主要体

现于政治层级体系中升迁机会的获得。（见图 1）

因此，这段时期内只强调传媒机构的意识形态属

性，经济属性被完全忽略，其治理结构以党政权力为

逻辑起点和归属并由行政机制所支撑，党组织对传媒

单位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并强调以纵向且单向性的政

治程序和行政层级为基础的命令决策机制，从而形成

“资源配置行政化、经营目的行政化与人事行政化”10

的高度政治化的行政治理特色。
（二）“放权让利”推动行政型治理结构改革

“文革”以后，集权主义体制的合法性陷入深度危

机之中，而以经济领域的改革实绩作为新时期政党统

治合法性的新来源，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经济工作

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

题。”“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

济的角度来解决。”11 此部分内容在 1978 年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上被表述为“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在以调整中共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党的政治

路线和工作重心这种政治改革的方式发动经济体制

改革的过程中，12 原先为党政机构所垄断的权力部分

让渡给经济领域，“放权让利”成为这一阶段改革的核

心内容。
这种“放权让利”在传媒领域中体现为自 1978 年

开始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所推动的所有权与采

编权、经营权的适度分离，采编权与经营权部分下放

至传媒机构。一方面，通过财政部门与传媒机构之间

形成的旨在使传媒机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

税”的“承包合同制”，之前由政府全额负责传媒机构

的运作经费改为政府仅承担对党报的财政津贴、新闻

纸补贴，政府财政负担大幅减轻；另一方面，广告经营

的重启使得传媒机构开始进行盈利性经营，由此，传

媒机构拥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与部分经营权，并开

始具有独立于党政主管部门之外的“本位利益”。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羊城晚报》率先实行的社长领导

下的总编辑、总经理分工负责制即是得益于此，经营

权的部分获取使得经营部门获得与编辑部门平等地

位。与之相应，对利益的分配和由此产生的激励逐步

开始从政治层级的升迁转向于市场利润的获取。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市场经济被予以制度认可，

传媒行业的产业属性也得到官方认定。传媒机构迫切

地希望能扩大规模以获得更多的市场利润；党和政府

也希望通过集团为龙头，以两级治理的方式加强传媒

管理和舆论控制。当传媒机构的经济追逐与政府的政

治需求相耦合，集团化就成为此时传媒机构发展的现

实选择。
而此前于 1993 年末通过的《公司法》不仅为国有

企业的公司化改革提供了法律框架，也为传媒集团的

内部制度构建提供了参照体系。于是，在以 1996 年广

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为标志所开启的传媒集团化过

程中，不少传媒集团也开始模拟现代法人制度来设计

治理结构，初步建成了决策层、执行层、监督层的治理

结构，并几乎都将采编与经营进行了分离，实行了采

编和经营“双轨”治理，这也是中国传媒集团化发展的

特有景观。（见图 2）

尽管如此，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框架下模

拟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传媒治理结构仍未摆脱掉浓

图 1 行政型传媒治理结构（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 2 对行政型治理结构的改革期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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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行政治理的色彩。由于传媒机构的性质仍然是事

业单位，与党和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尚未改变，党和

政府在传媒治理结构中依然把控所有权、决策权、人
事权、终审权等核心权力，新三会（董事会、监事会与

经理层）与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代会）界定不清、
权责不明，特别是党委会与董事会、经理层之间大都

处于高度重叠的状态，内部并未形成制衡机制，基本

仍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机制。这样，即使传媒机构搭建

起了现代法人制度的基本框架，但行政型治理结构没

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

度仍然相去甚远。
（三）文化体制改革催生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初建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渐进主义改革”使中国改

革目标逐渐转移到建设一个监管有效且竞争充分的

市场经济上来。13 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治体制自

身也经历着从集权主义体制向民主主义体制转型，14

以回应经济转轨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力量。
于是，在改革开放 20 余年后的新世纪初期，中

国传媒机构虽获益于政治环境日渐开放而摆脱了党

政权力的全盘控制，并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

确立与完善而经济自主性日益增强，但因传媒机构

的“事业单位”身份所引致的体制性桎梏依然存在，

如权力经营、条块分割、资金封闭都限制了传媒的进

一步发展，体制成为传媒发展的最大障碍。与此同

时，全球 化 的 滥 觞 特 别 是 中国 的“入 世”，使 得 中 国

传媒同样面临着来自外部竞争的严峻挑战和外来体

制示范效应的强大压力，“做大做强”成为此时官方

话 语体 系 中 中 国 传 媒 面 临 西 方 传 媒 冲 击 的 应 对 之

策。
在传媒体制困境凸显与西方传媒竞争压力的双

重作用下，体制改革成为传媒发展的题中之义，也就

此拉开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帷幕。在始于 2003 年的文

化体改革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予以

分类发展，并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发展文化产

业的时代背景下，传媒机构踏上了“转企改制、重塑市

场主体”的路途。
“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不仅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被归纳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

从而成为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同样基于国

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它作为传媒改企转制的目

的所在也得以在传媒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间达成共

识。但是，中国传媒治理结构的特殊之处在于“党委领

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被作为对传媒治理结构进

行制度安排时的原则性框架，即是在按照现代企业制

度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时，要保证“党管媒体不

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党管导向不能变，党管资产不

能变”。
因此，“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就成为绝大多数改

制的传媒企业采用的制度安排方式：党委书记与董事

长往往由一人兼任，以保证控制权始终掌握在党委会

手里；未设立董事会的传媒企业，实行党委书记兼任

副总经理、总经理兼任党委副书记的交叉任职模式；

在少数情况下，党委书记与总经理也会由一人兼任。
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为防止党委会越权、过度干预传

媒企业经营，党委会与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之间权

责的划分就尤为重要，在当下的治理架构中，党委会

拥有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宣传业务的审核权，主要领

导干部的任免权；董事会负责传媒企业重大问题的决

策与经营；经理层（编委会、经委会）负责决策与经营

的具体执行；监事会履行监督职能。（见图 3）

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在重塑市场主

体的过程中，传媒机构的企业身份得以承认，产权主

体和“三会四权”基本就位并各司其职，以市场为导

向的经济型治理结构成为传媒治理结构制度安排的

必然取向。但是传媒治理结构现状仍然堪忧，如国有

股一股独大，产权结构多元化也未建立；党委会权力

过大且监督机制孱弱；激励机制仍以政治级别升迁

为主，行政型治理模式仍存留影响，现代企业治理结

构尚未完全实现。这些治理困境的解决一方面有赖

于传媒机构内部新老三会关系的理顺、权责划分的

进一步清晰以及领导体制的创新，另一方面也需传

媒相关政策规范的相应完善以及传媒监管体制与政

府职能的转变。

图 3 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初建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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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治理结构的演进路向

在中国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语境中

行进的传媒治理结构鲜明地展露出从以往的企业所

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合，各级政府部门直接监管企业

运营的政企合一的行政型治理，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

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企分开，外部通过资本市

场、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和法律法规，内部通过股东

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对企业实施监管的经济型

治理方向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行政型治理度”不断

弱化，“经济型治理度”不断强化。15 这一演进过程的

实质，就是经济与政治体制转型所引发的“权力分裂”
的过程，16 即党政权力将之前的完全垄断性权力部分

地转移给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反映于传媒治理结构

之上的结果。
（一）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仍将持续

在对传媒治理结构变迁历程考察过程中，传递出

来的首要且清晰的信息是，党和政府的作用至关重

要。传媒治理结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变革与转型

的动力极大地依赖于党和政府，市场并不直接决定传

媒治理结构的呈现形态。
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新中国传媒机构自形成初始

即是被严格控制于“党-国家”的体制框架之下。传媒

改革从集权主义体制起步，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党和政府代表国家全面占有和控制传媒资源，拥有传

媒产权和实际控制权，处于一种绝对优势的地位。其

后虽经历陆续的调整与改革，党和政府的控制性影响

有所弱化，但仍居于主导性地位。
在宏观体制层面，这种主导性体现为传媒治理结

构两次重大方向性的转变都来自于党和政府的指引：

1978 年“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报告为官方批准

后开始的对行政型治理结构的改革，以及在“十六大”
确立文化体制改革要进行“企业、事业两分开”背景

下，为“重塑市场主体，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而进行的

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初建，都来自于党和政府的指

引，并出于寻求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促进经济增长需

求的目的。并且，在传媒治理结构变革路径的选择上，

党和政府会根据自己对传媒治理结构的期许（如“做

大做强”应对外媒冲击）与约束条件（如“党委领导与

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对变革方案进行审度，而且会

通过“试点—小范围推广—全面铺开”的方式来指导

制度变革。

除在宏观层面党和政府在改革中占据重要地位

并得以维续，在传媒机构的微观层面，党政权力同样

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存留，如在对行政型治理结构的改

革期，传媒机构“事业单位”身份与行政级别的保留；

其后，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初建期，在“政企分开”的

思路下，政府将从传媒机构微观运营中退出，但基于

传媒机构的意识形态属性及舆论影响力，党委会在治

理结构安排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依旧不变。
因此，基于长时期行政型治理结构的“路径依赖”

影响以及传媒的特殊双重属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党

和政府仍将在传媒治理结构变迁与改革中发挥主导作

用。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政
府职能与政府机构都发生转变的情形下，政府将减少

对传媒微观经济的干预，而转向构建宏观调控体系与

进行间接管理，于是政府介入传媒治理结构变迁的主

要方式将体现在对于治理结构改革方向设计、完善传

媒竞争性市场以及构建传媒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二）传媒机构自主性逐渐增强

尽管党政权力仍将在传媒治理结构及其变迁中

施发重要影响。但毋庸置疑的是，因应市场化改革的

不断深入及党政权力从经济领域的逐步“退却”，传媒

机构在党和政府默认或许可的政策与制度空间下，踏

上市场化的路途并越行越远，显示出日益鲜明的经济

组织属性，并在治理结构层面进行一些自发的调整。
如上世纪 80 年代《羊城晚报》实行的总编辑和总经理

的分工负责制，以及近几年集团公司内部治理框架具

体设计，都是传媒机构作为创新集团进行的个体或局

部的制度改革。尽管这种改革受到具体时间和空间情

境所限，也受制于传媒改革主体“临场发挥”的能力，

因而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只是一种“有限创新”（bound－
ed innovations）。17

而伴随着市场经济活跃与传媒机构自身力量的

崛起与张大，特别是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下传媒机

构企业身份以及市场主体地位的最终确立，传媒机构

将获得更多的从党和政府手中让渡出来的权力，如传

媒经营权与控制权，甚至所有权，市场对传媒机构的

支配作用越来越大。与之相应地，传媒机构也就能越

来越多地超越党政部门、利用市场机制来协调并达成

其利益，从而彰显出其对于制度安排的操控力，并消

解在传媒治理结构中党政权力的强势地位。与此同

时，为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与加快市场化转型，以及

提升内部经营管理绩效，它们也将更为积极地参照市

场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符合中国传媒实

践的治理结构创新。

传媒研究

95



国际新闻界 2012.06

（三）参与式治理有待实现

在传媒治理结构安排中政府与市场达成对权力

的分享甚至“巧妙结合”之时，我们仍需要警醒社会力

量的边缘化问题。毕竟某种程度而言，公共利益是中

国传媒业的立足之本，而社会力量是增进公共利益的

重要力量。但在中国传媒体系之中，“一直以来，我国

媒介规制在观念上都存在着一个误区：国有或政府拥

有的媒介就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共媒介，但实际上

至今我国并没有真正的公共媒介。”18 在传媒治理结

构中，社会力量也一直未被纳入决策层，只在监督层

与执行层（如工会）有所体现。
于是，在公共媒体缺位与社会治理主体孱弱的情

势下，寻求公共利益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经济力

量之间的关系极为微妙。一方面，政治力量与经济力

量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凭借公共利益来实现自身欲求

的达成。如党和政府除了要维护党政利益外，还具有

作为公共利益的保障性角色，必然要或多或少地满足

社会民众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再如在经济收入主要依

赖广告的现行传媒赢利模式下，传媒机构为了获取利

润也不得不考虑社会民众的意见。但另一方面，由于

公共利益缺乏传媒实体基础及制度保障，一旦公共利

益与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最先牺牲的将会

是公共利益。由于难以与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抗衡，

社会力量只能在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夹缝中生存，

游走于边缘地带。
然而，无论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后公共管理领域

中的治理范式自“政府—市场”二元思维向“政府—市

场—社会”三元分析框架的转型，抑或是本世纪以来

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对利益相关者投掷以更多关注，

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力量作为弥补市场和政

府缺陷，以及重建组织运行与管理机制的重要制衡力

量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因此，在传媒治理结构改革中，能逐步超越党政

权力对传媒领域的全盘控制，推动经济力量的崛起与

张大，对于传媒制度创新以及传媒发展壮大固然意义

深远。但是在改革开放 30 余年，中国的公民社会初具

雏形，公民力量不断成长壮大，并开始形成相对独立

的治理主体之时，在对传媒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中，

对社会力量和公民的积极角色予以强调，并形成社会

力量如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治理机制，这将更能有助于

中国社会和中国传媒的健康发展。

注释：

1 梁能：《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验》，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4 页。 [Liang, Neng,

Corporate Governance: China's Practice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Beijing, China Remi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in Chinese)]

2 费德罗维奇、阿吉莱拉（主编）：《转型经济和政治环境下

的公司治理：制度变迁的路径》，罗培新译，北京，北京大

学 出 版 社 ，2007 年 ， 第 23 -87 页。 [Federowicz, M. &

Aguilera, R.V. (eds),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 Chang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Trajectories of Institu－
tional Change,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3-87.(in Chinese)]

3 李维安、常永新：《中国传媒集团公司治理模式探析》，《天

津 社 会 科 学》，2003 年 ， 第 1 期。 [Li, Weian & Chang,

Yongxin, “On China Media Group's Corporate Governance

Model”,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2003, No.1.(in Chinese)]

4 郭富：《基于价值创造的中国传媒集团管理研究》，天津，

天津大学博士论文，2004 年。[Guo, Fu,“On Media Group

Management in China Based on Value Creation”, Tianjin,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Tianjin University, 2004. (in Chi－

nese)]

5 周劲：《制度环境与传媒治理结构创新———一个传媒治理

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江西财经大

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 [Zhou, Jing,“Institutional En－

vironment and Innovation of Media Governance Structure: A

Theoritical Analysis on the Media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6, No.3.(in Chinese)]

6 陈德金：《公司治理与传媒集团双边治理模式的构建》，

《现代管理科学》，2010 年，第 10 期。[Chen, Dejin,“Cor－

porate Governance and Construction on the Two-side Gov－

ernance Model of Media Group ”, Modern Management Sci－

ence, 2010, No.10.(in Chinese) ]

7 贺善侃：《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形态研究》，上海，学林出

版社，2003 年，第 155 页。 [He, Shankan, Researh on Con－

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Forms in China, Shang－

hai, Academia Press, 2003, p.155.(in Chinese)]

8/1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42

页/第 231 页。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4, p.142/p.231. (in

Chinese)]

9 丁和根：《中国传媒制度绩效研究》，广州，南方日报出版

社，2006 年，第 24 页。[Ding, Hegen, Research on China's

Media System Performance, Guangzhou, Nanfang Daily Press,

2006, p.24.(in Chinese)]

10 李维安、武立东：《公司治理教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2 年，第 294-297 页。 [Li, Weian & Wu, Lidong,

Company Governance Tutoria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pp.294-297.(in Chinese)]

12 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 30 年（1978-2008）》，北京，社会

传媒研究

96



国际新闻界 2012.06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绚教授于 2012 年 5 月

26 日在陕西咸阳参加了“媒体组织和行业协会自律学

术论坛”，该论坛由欧盟委员会英中协会（Great Britain
China Centre）支持，北京大学中国改革理论与实践研

究中心主办，中共咸阳市委宣传部协办。

陈绚教授主持了题为“媒体自律和挑战机遇”的第

一节研讨，并在第三节“媒体自律和法律政策”研讨中

作了主题发言。与陈绚教授一起出席学术研讨会的还

有新闻学院传播伦理与法规专业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张

文祥。

陈绚教授参加“媒体组织和行业协会自律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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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级水平和影响力群体的智力支持。中国的大学智库

将承担起思想创新、政策建议、人才培养、公共外交的

重要作用。
文章还指出，中国大学智库理想的发展图景是：大

学智库在发展壮大的同时推动大学自身的发展；大学

智库充分发挥思想创新、政策建言、影响舆论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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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学智库积极推动公共外交，加强与世界各国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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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大力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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